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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犯罪论体系

核心概念的反拨与再造

陈 兴 良 

内容提要：构成要件是犯罪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它是犯罪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我国

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从苏俄引入之初，就延续了苏俄学者对构成要件的误解，将

具有特殊意蕴的构成要件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般条件，由此与具有阶层性的三要件的犯

罪论体系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道路。在当前三阶层与四要件的犯罪论

体系的争论中，阶层性的有无是两者的根本区分，而造成这一区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

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只有追本溯源地澄清构成要件的概念，了解构成要件的演变径

路，才能为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　罪状　罪体

构成要件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是整个犯罪论体系的基石范畴与核心概念。尽管从古典派的犯罪论

体系到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以及后来的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发生

了重大的嬗变，然而，构成要件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废弃，它仍然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基础。

苏俄刑法学从一开始就把构成要件转换为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总和，因而四

要件并不是建立在构成要件基础之上的，笔者称之为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本文拟以构成要

件这一概念的曲折演变为中心线索，考察我国刑法学从犯罪构成论向构成要件论回归的过程。

一、构成要件论的观念史

构成要件作为当代刑法学中的一个基石范畴，存在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在此，笔者对构成

要件的前史不想过分溯源，而是将构成要件观念的肇始追溯到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犯罪

成立要件被称为适用刑法的法律可能性，亦即惩处刑罚的根据，或者称为绝对的可罚性根据。绝

对的可罚性根据又分为客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和主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１〕这里的客观的绝对

可罚性根据相当于犯罪成立的客观要件，而主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则相当于犯罪成立的主观要

件。客观的绝对可罚性与主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的区分，可以说是不法和有责区分的雏形，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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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具备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原始面目。因为客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对应于不法，因而对于构

成要件的观念只能到客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中去寻找。费尔巴哈指出：Ⅰ．可罚性的客观根据在于，

存在受到刑法规定的刑罚威慑的犯罪事实；Ⅱ．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可罚性。只有具备

行为概念的特征、法律将刑罚作为其法律后果的行为，才可能被规定在刑法中。特定行为特征的整

体，或者包含在特定种类的违法行为的法定概念中的事实，叫做犯罪的构成要件 （ｄｅｒ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

ｄｅｓＶｅｒｂｒｅｃｈｅｎｓ，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因此，客观的可罚性取决于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存在，而具体法律

的适用则取决于拟适用法律已将其作为法律后果的条件加以规定的构成要件的特定事实。〔２〕

在以上论述中，费尔巴哈遵循的是行为 构成要件这样一种逻辑径路：行为是在构成要件之

前考虑的。行为是构成要件的前置性条件，没有行为也就没有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对行为事实的

一种法律规范，因而构成要件具有事实性与违法性两个特征，这就是费尔巴哈对构成要件的界定：

包含在特定种类的违法行为的法定概念中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在表述构成要件概念

时，采用 “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这一词语来注释。该书的出版者Ｃ·Ｊ·Ａ·米特迈尔为此特意作了以下注

释：“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本意是物证）是中世纪的法学家发明的关于物证的表述，而在杀人犯罪的情况

下，如果被杀者的尸体被发现的话，该表述便是指犯罪构成。在日耳曼法中，在杀人情况下提供尸

体具有一定的程序意义，法学家们通过将罗马人的观点和德国人的观点相融合，便产生出这样一个

观念，在杀人情况下如果没有找到尸体，就缺乏犯罪构成。后来，犯罪构成这一表述被逐渐扩展至

其他犯罪，以便表示，属于特定犯罪的特征已经具备，如果这些特征属于刑法规定的话。〔３〕

由此可见，“构成要件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一词来源于意大利中世纪法学中的 “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

一词，而该词是以拉丁语出现的，亦译为犯罪事实。因此，构成要件的观念与意大利存在某种渊

源关系。不过，随着德国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在上个世纪传入意大利，构成要件一词又重返故

国。此时，“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被译为意大利语 “ｆａｔｔｏｔｉｐｉｃｏ”，其含义为符合犯罪规范所描述的行为

模型的具体事实。它的作用是说明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区别具有刑法

意义与非刑法意义的行为的基础。我国学者陈忠林教授将 “ｆａｔｔｏｔｉｐｉｃｏ”译为 “典型事实”，并作

如下评注：原文 “ｆａｔｔｏｔｉｐｉｃｏ”源于德语中的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相当于日本刑法学中的 “构成要件”

或 “构成要件相当性”。鉴于译为 “典型事实”不仅更符合意语和德语原意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直译

应为 “行为的状态”或 “典型行为”），且不易与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或犯罪构成要件相混淆，

加之意大利语中还有与 “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单词 “ｆａｔｔｉｓｐｅｃｉｅ”和与 “犯罪构成要件”相对应

的词组 “ｆａｔ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ｉｎｃｒｉｎｍｉｎｔｒｉｃｅ”（注意：和典型事实一样，它们的内容实质上都是指刑法分则

条文中的罪状，与中国刑法中的构成要件和犯罪构成的含义不同），故未采用 “构成要件”或

“构成要件相当性”等译法。〔４〕

由此可见，意大利刑法学中的 “典型事实”其实就是构成要件，并且是从德国倒流回去的。

这个意义上的构成要件来源于 “ｃｒｏ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ｉ”，是一个具有事实性与客观性的概念，而与主观要

素无关。这也是以往我们对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理论的通常理解，苏俄学者也往往将费尔巴哈的

构成要件论称为客观结构。例如特拉伊宁指出：Ａ·费尔巴哈给犯罪构成下了如下的定义：“犯

罪构成乃是违法的 （从法律上看来）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

可见，Ａ·费尔巴哈在这里十分肯定地列入犯罪构成的只是表明行为特征的事实，Ａ·费尔巴哈并

没有忽略责任的主观根据 罪过 的意义，可是，根据他所下的定义，罪过却处在犯罪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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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第一，实现了犯罪构成，第二，行动有罪的人，才负刑事责任。〔５〕

在以上论述中，犯罪构成是指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因而就是构成要件，它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是有

所不同的。我们注意到特拉伊宁在引用费尔巴哈上述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注解：但是，必须指出，

费尔巴哈对犯罪构成的这种见解，并没有坚持到底。的确，Ａ·费尔巴哈在作出犯罪构成的上述

定义之后，接着又谈到：“一定的违法的结果，通常是属于犯罪构成的；行为违法性的某种主观

（属于犯罪人的心理方面的）根据，即 （１）某种故意，或 （２）某种意思表示，也往往属于犯罪

构成。行为的外部特征，永远属于犯罪构成。”〔６〕

对于费尔巴哈在构成要件理解上的这种前后矛盾，如何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值得关注

的。费尔巴哈一方面把构成要件作为客观的绝对可罚性根据，同时又把违法行为的特定的主观

（存在于犯罪人的内心）根据也列为构成要件的要素。这里的违法行为的特定的主观根据，是指：

（１）特定的意图 （目的）；（２）特定的意思决定的种类。〔７〕这里特定的意图也就是目的，也就是

此后被称为主观违法要素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还可以理解。那么，什么是特定的意思决定的种

类呢？对此，在费尔巴哈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有一个注释，指出：例如，故意杀人的概念取

决于杀人是因为情绪激动。如果法律将故意纳入犯罪的概念，那么，这种因为情绪激动的过失行

为要么从来就不构成犯罪，要么虽然构成犯罪，但罪名一定不同。因此，故意同样属于犯罪的构

成要件。对于那些可以由过失构成的犯罪来说，就不能将故意算作构成要件。如同过失一样，在

此情况下，故意仅是决定可罚性轻重的一个根据。〔８〕

从以上论述来看，费尔巴哈并没有一般地将故意与过失纳入构成要件。而且，费尔巴哈在论

及绝对可罚性的主观根据时，把故意或者过失称为责任的特定种类。〔９〕因此，如果笔者没有误

解的话，费尔巴哈是把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目的或者故意等主观要素纳入构成要件。因为当时把

构成要件理解为特殊的构成要件，即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在通常情况下，刑法分则规

定的犯罪条件都是客观的，但也在个别情况下规定了主观要素。这些主观要素就被费尔巴哈当作

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这是从特殊的构成要件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不可否认，在费尔巴哈时

代，构成要件的观念还不够成熟，因而存在一些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

费尔巴哈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是１８０１年出版的，在该书中费尔巴哈对构成要件的概念作

了初步阐述，可谓构成要件论的肇始。而构成要件论的真正定型，应当以贝林在１９０６年出版的

《犯罪论》一书为标志。从１８０１年到１９０６年，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盘桓着整整一个１９世纪。日本

学者小野清一郎对构成要件在德国１９世纪的演变作了以下概要性的描述：直到费尔巴哈时，构

成要件才明确地被当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但是，在１９世纪的刑法学中，还没有出现与

今天完全一致的构成要件理论。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一词仅限于在犯罪事实或法律上制约着成立犯罪的诸

条件的意义上加以使用，而且它又被分成了一般构成要件和特殊构成要件，或是主观构成要件和

客观构成要件。例如，在弗兰克的 《注释书》中，最清楚而又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这一点。他认

为，所谓一般构成要件，是指成立犯罪所必需的要素的总和；所谓特殊构成要件，则是各种犯罪

所特有的要素。作为一般构成要件，有人的一定态度在内，并且它必须是有意志的行为或者有责

任的行为。而有责任，往往说的是主观的构成要件，是与客观的外部的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弗兰

克的上述观点，被认为是１９世纪的通说。在这个时期，虽有构成要件的概念，但并没有考虑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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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理论机能，所以还不是今天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理论。〔１０〕

小野清一郎在此所说的 “今天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理论”，是指贝林所建构的构成要件论。

在贝林之前，１９世纪的构成要件概念在一般的构成要件的名目之下确实存在着泛化的倾向，逐

渐地接近于犯罪成立条件。当然对此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Ｃ·Ｊ·Ａ·米特迈尔在费尔巴哈 《德

国刑法教科书》的出版者注中指出：对犯罪构成的新的划分，是将犯罪构成分为一般的犯罪构成

和特殊的犯罪构成 （ｄ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ｕｎｄｂｅｓｏｎｅｄｅｒｅ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前者表明了犯罪构

成的特定的本质特征和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本质特征和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犯罪行为，

而后者主要表明具体的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特有特征，例如盗窃、侵占、诈骗等等。由于人们

对犯罪构成又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于哪些特征和前提条件 （比如责任能力）属于一般的犯罪

构成仍然有很多争论，是可以理解的。〔１１〕

除了一般的构成要件与特殊的构成要件的划分以外，１９世纪还有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

构成要件的划分。而当时在司法实践中将构成要件仅仅理解为客观的构成要件，并以此来区分于

所有涉及行为人内心世界的特征，是通常的做法。对于上述两种构成要件的划分，米特迈尔指

出：如果人们首先将犯罪构成划分为客观的构成要件和主观的构成要件，然后再将两者进一步分

为一般的构成要件和特殊的构成要件，也许会得出清晰的结论。〔１２〕

以上论断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客观的构成要件是存在于行为的外在表现中的特征，而主观的构

成要件则是指与行为内在根据有关的特征。这是对犯罪成立条件，也就是当时所称的犯罪特征的基

本划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将构成要件划分为一般的构成要件和特殊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它只

是对客观的构成要件的进一步划分。在这个意义上的一般的构成要件就不能等同于犯罪成立条件的

总和。尽管如此，在整个１９世纪德国刑法学对构成要件的概念充满争议，这是毋庸置疑的。

贝林之前的李斯特，对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李斯特在违法性论上的

贡献远远大于构成要件论。李斯特的最重要贡献是确立了不法与责任之间的位阶关系。但是李斯

特在其刑法教科书中还是对构成要件做出了较多的论述，尤其是提出了构成要件必须成为刑法学

的出发点的命题。李斯特在对构成要件的概念与特征作了一般性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一般的

构成要件与特殊的构成要件，指出：一般构成要件是指每一个犯罪中都必须具备的特征。属于此等

一般构成要件特征的有 “人的行为”，“违法性”，“罪责”。“一般构成要件”的价值，用弗罗伊登塔

尔的话来说，在于 “属于一般构成要件的犯罪特征被同等对待”，不需要在具体的刑法规定中每次

强调此等一般之构成要件；在将一行为纳入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得对一般构成要件的特征作 “从属

理解”（弗兰克如是说）。如果谈到刑法中的构成要件，通常是指特殊的构成要件，它表明分则章节

中规定的具体不法类型特征的总和。特殊的构成要件让我们知道，立法者是如何规定谋杀、抢劫、

贿赂和叛国等的。如果我们在上文中强调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相联系作为犯罪行为的必要条

件，那么，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行为的 “构成要件该当性”就必然意味着 “特殊”之构成要

件之一。易言之，特殊的构成要件为刑警 （ｋ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ｔ）了解对从刑法上确定犯罪种类具有重要

意义的特别之违法性和其后为适用刑法而确定罪责，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特殊的构成要件对

刑法释义学具有重大价值，该得到承认且源自于科学的价值，是贝林的无可争议的功绩。〔１３〕

在以上关于构成要件的论述中，李斯特还是论及一般的构成要件与特殊的构成要件这一分

类，但李斯特明显地是偏向于特殊的构成要件的，并且在其符合犯罪构成的、违法的和有责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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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犯罪概念中，也可以看出李斯特是采用特殊的构成要件概念的。此外，李斯特还承认主观

违法性要素，也就是主观的构成要件。当然，是在特殊的构成要件意义上而非一般的构成要件意

义上。〔１４〕由此可见，李斯特对构成要件的讨论仍然围绕着一般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客观

构成要件与主观构成要件这些问题展开，具有１９世纪构成要件论的特色。

正如李斯特所述，贝林对构成要件论作出了无可争议的功绩。笔者以为，贝林对构成要件论

的突出贡献在于重新塑造了构成要件的学术形象。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构成要件的指导形象功能

贝林认为，在构成犯罪的各种要素中，构成要件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是一种观念指导形象。

这里的观念指导形象，是指犯罪的客观轮廓或者形构。贝林曾经形象地把构成要件比喻为一个钩

子，指出：法官相当于有了一个钩子，他可以把案件悬挂在这样一个钩子上面。因为所有犯罪类

型 （独立、直接的或者附属、间接的）都离不开一个行为指导形象的法定构成要件，然后分别进

行排除，即客观方面的相关行为是否充足 （ｇｅｎｕｅｇｅｎ）法定构成要件 （一般称为构成要件符合

性，这是由揭示犯罪形态而与构成要件建立联系的问题），也即是处于优先考虑地位的问题，因

为所有后续研究都有赖于该问题的解决，该问题本身相对于其解决的答案则具有独立性。〔１５〕

由此可知，构成要件相对于其他犯罪成立条件具有优位性。只有存在构成要件，其他犯罪成

立条件才能依附于构成要件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要件是犯罪的基本框架，它与犯罪成

立其他条件的关系犹如骨架与血肉的关系。当然，贝林还有一个更为生动的比喻：犯罪类型的首

要构成要素不是法定构成要件，而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法定构成要件只是规定了这种首要

的构成要素。可以音乐作品与音乐会的关系来类比，演奏音乐作品不仅不同于音乐会，更多情况

下，音乐作品不是简单地构成音乐会的一个部分，而是构成了音乐会组织者的思想结晶。〔１６〕

在此，贝林将法定构成要件与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关系比喻为音乐会与音乐作品的关

系。法定构成要件是贝林时代的一个术语，它不同于构成要件。法定构成要件是广义上的构成要

件，而构成要件是狭义上的构成要件。法定构成要件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成立要件，而刑法

分则对具体犯罪的规定往往包含主观要素，这就是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问题。贝林是不承认主观构

成要件要素的，因此把这种包含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称为法定构成要件，不同于纯客观的构

成要件，贝林指出：因为刑法典中规定的文本词汇含有精神的组成部分，“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命题也就受到了支撑。淫欲的目的不可能从 “猥亵”行为中分离出来，同样猥亵罪的法定构成要

件也同时包含着该目的。这一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在该命题中，一个具有淫欲目的的故意 （刑法

第５９条）心理上存在独特性。本质上，语言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人们可以将描述相关行为之法

律的用语理解为 “法定的构成要件”。〔１７〕

法定的构成要件是对某一犯罪的完整描述，因而提供了犯罪类型的形象，犹如音乐会。但在

法定构成要件中，真正决定着犯罪性质的还是构成要件，如同音乐作品。正是音乐作品决定着一

场音乐会的艺术品位，也只有构成要件才决定着某一犯罪的基本轮廓。

（二）构成要件的类型性特征

犯罪本身是一种类型性的存在，各种犯罪都是一种犯罪类型。因为构成要件只是犯罪的指导

形象，因此它并不能等同于犯罪类型。如果说贝林在早期曾经把构成要件与犯罪类型划等号，那

么，在晚期贝林已经纠正了这一观点。尽管如此，构成要件的类型性还是贝林反复强调的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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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贝林看来，构成要件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犯罪类型，因而构成要件是前置于犯罪类型

而存在的。贝林指出：每个法定构成要件肯定表现为一个 “类型”，如 “杀人”类型、“窃取他人

财物”类型等。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这种 纯粹 “构成要件”的 类型与犯罪类型是一样的。

二者明显不同，构成要件类型绝不可以被理解为犯罪类型的组成部分，而应被理解为观念形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ｇｅｂｉｌｄ），其只能是规律性的、有助于理解的东西，逻辑上先于其所属的犯罪类型。〔１８〕

在此，贝林提出了构成要件表现为一个类型的命题。贝林关于构成要件的类型性的观点，是

从其关于犯罪是一个类型性概念的认知中推导出来的。贝林在对犯罪论的论述中，明显地采用了

类型性的分析方法，认为 “类型性”是一个本质的犯罪要素。〔１９〕

（三）构成要件的客观性属性

在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中，构成要件具有客观性的属性。这里的客观性是从构成要件的事实性

中推衍出来的，因而对构成要件的客观性的理解，必然回溯到Ｔａｂｅｓｔａｎｄ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本

身。如前所述，构成要件一词最初是对行为情况的一种描述，而这里的行为情况应是指案件事

实。因此，构成要件具有事实性的特征。这里的事实，指的就是客观事实。当然，构成要件的事

实性行为与存在的事实本身还是有所区分。这里涉及作为一种观念形象的构成要件与事实本身的

关系问题，贝林提出了观念印象与事实存在的叠加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ｗｅｒｆａｎｇ）的命题，指出：“杀人”

的观念形象系从与此相对应的真实事象中推导出来的。但是，一旦推导出来，那么逻辑上可以明

确：该观念形象不仅不同于其涵摄 （ｓｕｂｓｕｍｉｅｒｂａｒ）的犯罪事实 （Ｖｏｒｋｏｍｍｅｎｎｉｓｓｅ），而且在该

形象未出现于犯罪事实中的时候还保留着其内容。由此可知，谋杀概念的首要要件不是 “杀人”，

而是实施杀人的行为。〔２０〕

尽管构成要件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上述区分，但并不能否认构成要件具有事实性。在这个意

义上，应当把构成要件的事实性与该当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区分：前者是指构成要件是对事实的

类型化概念，属于观念形象，具有对于事实的依从性；后者则是指采用构成要件对事实加以适

用，使事实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曾经对法律的构成要件与事实的构成要件

加以辨析，指出：我们在构成要件理论中所指的构成要件，是法律上的概念。这个 “构成要件”

本身必须与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构成要件，是一种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事实加

以类型化的观念形象，并且进而将其抽象为法律上的概念。如此一来，它就不是具体的事实。德

语中的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一词不仅用来表示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也有符合要件的事实的意思。这是因

为在历史上它曾经作为诉讼法上的用语，主要指的是事实性的东西。因此，在学说中，为了将它

明确起来，贝林格 （指贝林， 引者注）主张把一种叫做 “概念性的”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其他的叫

做 “具体性的”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迈耶尔 （指迈耶， 引者注）则主张，把一种称为 “法律性的”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其他的叫 “事实性的”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２１〕

构成要件当然是一种观念形象，但它是对事实的一种概括，这就是构成要件的事实性。从构

成要件的事实性可以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构成要件的客观性。应当指出，构成要件的客观性是相对

于构成要件的主观性而言的。贝林恪守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原则，将不法与责任加

以区隔，在构成要件中只讨论犯罪成立的客观要素，至于主观要素则在有责性中讨论，那是一个

如何对违法后果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构成要件的客观性，意味着纳入构成要件的只能是客观

要素，而不包括主观要素。贝林明确反对将主观要素纳入构成要件，指出：那些被称为 “主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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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要素”的情节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其方法论的立场则另当别论了：它们是

犯罪类型本身的要素，而不是从犯罪类型中提炼出来的指导形象的要素。〔２２〕

构成要件的客观性，是贝林的构成要件论最遭人诟病之所在。此后，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发

现了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主要是指主观违法要素。而目的行为论则完成了从心理责任论向规范

责任论的转变，并将故意与过失这些心理要素从责任中分离出来，并将其纳入构成要件，由此使构

成要件成为同时包含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贝林的构成要件论。〔２３〕

尽管在贝林以后，犯罪论体系又经历了从新古典到目的行为论，再到目的理性这样一个演变

过程，但从费尔巴哈到贝林，可以说是对于构成要件论形成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此后的构成要

件论的发展无不以贝林建立的构成要件概念为其逻辑起点。德国学者在评价贝林的构成要件论时

指出：贝林认为，构成要件是特征的总称，它表明涉及何种典型的犯罪：“典型性和构成要件该

当性，作为行为的特征，成了犯罪的概念特征。”作为违法性和有责性判断的连接点和作为刑法

保障功能的最重要载体，构成要件以这种方法获得了犯罪结构的统治地位。〔２４〕

二、构成要件论的苏俄改造

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概念并非独创，而是承继了沙俄时期刑法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塔

甘采夫的观点。如果进一步追溯，塔甘采夫的思想又来自于费尔巴哈。因此，苏俄刑法学中的犯

罪构成理论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德国学术 “血统”。只不过，几经改造，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

理论与德国的构成要件观念已经相去甚远。俄罗斯学者指出：犯罪构成是刑法的基本概念之一。

著名的刑事法学家如Ｈ·Ｃ·塔甘采夫、Ａ·Ｈ·特拉伊宁、Ａ·Ａ·皮昂特科夫斯基和 Н·Ａ·

杜尔曼诺夫等都很关注犯罪构成问题。〔２５〕

在以上四位为犯罪构成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中，塔甘采夫是沙俄学者，后三位则是苏俄

学者。关于塔甘采夫的犯罪构成理论，现在难以恢复其原貌，只能从苏俄学者的转述中略见一

二。例如特拉伊宁在论及沙俄时期的犯罪构成研究状况时，指出：革命前俄国的著作，对犯罪构

成问题也很少注意。在俄国革命前的刑法著作中，没有关于犯罪构成的专门书籍或专题研究。塞

尔盖耶夫斯基教授的教科书和塔甘采夫教授的教程对犯罪的学说很为重视，但都没有研究犯罪构

成的一般学说。在波兹内舍尔教授和普斯多罗斯列夫教授合著的教科书中，这个问题只占了一页的

篇幅。１９１８年出版的涅米洛夫斯基教授的刑法教科书，则根本没有提到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２６〕

在以上论述中，特拉伊宁对沙俄时期的犯罪构成研究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笔者注意到，

在以上论述中有一个注释，专门对塔甘采夫的观点作了介绍，指出：如 Ｈ·Ｃ·塔干采夫 （指塔

甘采夫， 引者注）教授在 “刑法教程”第１卷 （１９０２年版）巨著中谈到犯罪行为的 “要件”

时写道：“同任何法律关系一样，犯罪行为的重要要件可以归结为三大类：（１）行为人 实施

犯罪行为的人，（２）犯罪人的行为所指向的东西 侵害的客体或对象，（３）应当从形式上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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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受到审理的犯罪的侵害行为本身。”〔２７〕

特拉伊宁引述塔甘采夫的以上论述是为了证明其判断：革命前俄国的著作都没有研究犯罪构

成的一般学说。确实，塔甘采夫对犯罪要件的分析，采用的是主体 客体 内容这样一种法

律关系模式。事实上，塔甘采夫也是把犯罪与法律关系作类比的。在此，连犯罪构成或者构成要

件这个术语都不见踪影。不过，特拉伊宁在后文论述犯罪构成理论演变时再次论及沙俄时期对犯

罪构成的研究，指出：前面已经指出，俄国革命前的刑法著作，对于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没有予

以很大的注意。但是，不能不指出，在俄国的著作中，却把犯罪构成作为主、客观因素的总和，

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如别洛格里茨·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在１８８３年到１９０３年期间讲课用的

讲义中指出：“所谓犯罪构成，就是那些形成犯罪概念本身的、外部和内部的突出的特征或条件

的总和。”在更早以前 （１８７５年），季斯甲科夫斯基教授就有这种看法。塔干采夫 （指塔甘采夫，

引者注）教授写道：“不言而喻，在从法律上研究犯罪行为时，不能仅限于行为本身，而忽

略了对犯罪人人身的研究；犯罪人的特征和品质，决定着归罪的条件，并影响到量刑，譬如在再

犯、未成年等情况下就是如此；但是，不难看出，这种人身所以属于刑法研究的范围，只是因为

它表现在犯罪行为中，而且正因为它表现在这种行为中。”〔２８〕

在此，特拉伊宁是把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与犯罪构成内容本身加以区分的，认为沙俄时期对

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缺乏研究，但对于犯罪构成本身还是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从以上所引的观

点来看，都是把犯罪构成当作犯罪主客观特征总和来对待的，即把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立条

件，而构成要件一词的本意却被遮蔽了。事实上，特拉伊宁从一开始就是在犯罪成立条件总和的

意义上界定构成要件的，因而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构成要件就被改造成作为犯罪成立条件总

和的犯罪构成。在犯罪构成的话语体系中，构成要件不复存在。更为荒唐的是，特拉伊宁还站在

犯罪构成的立场上，对贝林的构成要件论进行了批判，指出：“犯罪学说”这一专著的作者别林

格 （指贝林， 引者注）提出了下面的一般原则： “凡是违法地和有罪过地实现某种犯罪构成

的人，在具备可罚性的条件下，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别林格把犯罪构成同那种能够作为犯

罪构成而不具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行为混为一谈，使主体的抽象行为达于极限。别林格说：“犯罪

构成是一个没有独立意义的纯粹的概念。违法的有罪过的行为在形成犯罪构成后，就成了犯罪行

为。犯罪构成本身存在于时间、空间和生活范围之外。犯罪构成只是法律方面的东西，而不是现

实。”犯罪构成是犯罪的无形的反映。这样一来，别林格就把犯罪构成由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变成

了脱离生活实际的抽象的东西，变成了 “时间、空间和生活以外的”一个概念。〔２９〕

在此，特拉伊宁显然是对贝林作了误读。特拉伊宁把贝林的构成要件误解为其所谓犯罪构

成。因为贝林主张违法是客观的，因此纳入构成要件的只能是犯罪成立的客观性要素，由此而被

特拉伊宁称为犯罪构成的客观结构。其实，在犯罪成立条件上，犯罪当然同时包含客观要素和主

观要素，也就是不法与责任。

当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论也不是铁板一块，其自身也存在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之所以

产生恰恰在于犯罪构成与构成要件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我国学者阮齐林提出了特拉伊宁将犯罪构

成概念广义化的命题，认为从特拉伊宁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原本也是接近西方狭义构成要件观念

的，只是到后来就转向了广义的犯罪构成概念。广义的犯罪构成是指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而与广

义犯罪构成相对应的是特拉伊宁狭义的犯罪构成因素论。在犯罪构成因素上，特拉伊宁采用的又

是贝林的构成要件的概念，由此形成理论上的内在冲突。阮齐林教授指出：特拉伊宁一方面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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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件”论从构成要件概念中抽走了实质内容，另一方面又力图证明苏俄刑法典第６条附则规

定的合理性，以及与自己确立的犯罪构成概念的一致性。同样的东西 （即分则条文规定的构成要

素）当被三要件论作了形式化处理时，遭到了他的批评；当被苏俄刑法典第６条附则作了形式化

处理时，则被赞扬、被肯定、被其犯罪构成的概念证明为合理。这种做法，只能认为是作者在意

识形态对立情绪支配下的违心之论，可是，这种做法，不仅徒然增加理论的篇幅，而且使他的理

论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矛盾。〔３０〕

如果说特拉伊宁在其理论体系中的这种矛盾还是一种深刻性的体现，那么，此后克服了这一

矛盾的苏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论则连这点深刻性亦不复存在。经过改造以后的苏俄犯罪构成论，

虽然仍然存在犯罪构成要件一词，但这里的构成要件与贝林的构成要件是完全不同的。四要件中

的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泛称，而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的特指。例如，苏俄

学者在论及犯罪构成的要件时指出：每个犯罪都是由一切说明行为、该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及犯

罪人的客观和主观要件组成的统一体。从理论上分析，允许对犯罪的组成部分 犯罪客体和客

观方面，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进行分开和个别地研究。犯罪构成描述了犯罪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

征，从而有可能触及犯罪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立法者在描述具体的犯罪构成时所使用的各种各

样要件，总是同犯罪构成的成分有关。每个犯罪构成要件都能决定犯罪构成某成分。因此，犯罪

构成的一切要件则与犯罪客体及其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及其主观方面有关。〔３１〕

在此，作者把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的要件看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至于四要件之间则是一

种平行、平面与平等的关系。因此，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平面结构。四要件之间完全不

具有三阶层的位阶关系，而只存在各要件之间的顺序关系。基于不同的逻辑构造，四要件与三阶

层虽然都是对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的归纳与概括，但其功能存在重大差别。主要原因就在

于构成要件转变为犯罪构成以后，构成要件所具有的犯罪指导形象功能全然丧失。

在当今俄罗斯刑法学中，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一种苏俄学术遗产被完整地继承，没有

批判，没有反思。在俄罗斯刑法学中，犯罪构成同样是一个犯罪成立条件总和的概念。例如俄罗

斯学者在论述犯罪构成要件时指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都

作了规定。总则规定的是适用于所有犯罪的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构成要件。对于所有犯罪来

说，相同的构成要件包括：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划分 （第２１条、第２２条）、开始承

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第２０条）、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 （第２５条、第２６条）。分则条文的罪状部

分规定了构成要件的特殊性，据此能够确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和危害程度。这些

通常是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和犯罪特殊主体的要件。在刑法典分则条文中也规定

了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包括故意、过失、动机、目的等。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取决于实施犯

罪的某种目的和动机，那么，犯罪构成中应相应包括这些目的动机。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

要件的总和组成一个整体，规定在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条文之中。不能将犯罪构

成同刑法典分则条文的罪状混为一谈，因为构成要件也包括总则部分的内容。〔３２〕

俄罗斯学者对犯罪构成要件与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核心意思是：

犯罪构成要件是由刑法总则与分则共同规定的。刑法总则规定的是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刑法分

则规定的是犯罪构成的特殊要件。尤其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之后一句话：不能将犯罪构成同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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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条文的罪状混为一谈。其实，特拉伊宁就有过这种混淆，曾经提出罪状是犯罪构成的 “住

所”的命题，指出：在苏维埃刑法教科书中对刑法典分则规定的结构，通常都描述如下：每个规

定都由罪状和罚则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罪状规定犯罪构成，罚则规定适合该犯罪构成的刑罚。一

般说来，现行的各共和国刑法典中的罪状可以说是每个构成的 “住所”：这里 （在罪状中），安插

了形成具体犯罪行为构成的一切因素。〔３３〕

特拉伊宁所说 “居住”在罪状中的犯罪构成，其实就是贝林的构成要件。因此，在特拉伊宁

的犯罪构成论中还隐约残存着构成要件的意象。那么，经过改造以后的苏俄以及当今俄罗斯刑法

学中的犯罪构成论，已经完全消除了构成要件的影响。

三、构成要件论的中国蜕变

在我国民国刑法学中，就已经存在犯罪构成要件之类的概念，初时要件与要素这两个概念是

不加区分的。当时把犯罪成立要素或者要件分为一般的要素 （要件）与特别的要素 （要件）。例

如民国学者郗朝俊指出：凡一犯罪事实，必有惹起其犯罪者 （犯罪主体）、被受其犯罪者 （犯罪

客体）、及惹起其犯罪之动作 （犯罪行为）与处罚其行为之法令 （明文），苟缺其一，法律上即不

成立犯罪，此之谓犯罪成立之一般的要素 （构成犯罪之一般的要件）。而各种犯罪，如内乱、杀

人、强盗、强奸等，其种类样态，各不相同，其构成之也，必各有特别要件，此之谓犯罪成立之

特别的要素 （构成犯罪之特别的要件）。〔３４〕

郗朝俊所说的构成犯罪的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是根据刑法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来进行划分

的：凡刑法总则规定的，就是一般要件；凡刑法分则规定的，就是特别要件。那么，构成犯罪的

一般要件与特别要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郗朝俊并没有论及。此后，民国学者明确提出

了构成要件一词，指出：犯罪之要素亦称犯罪之要件；即谓犯罪之成立上或处罚上所必要之原素

或条件也。广义言之，则并指关于犯罪之成立及处罚者，狭义言之，则单指关于犯罪之成立者，

关于犯罪成立之要件，又称曰犯罪构成要件，简称曰成立要件或构成要件。〔３５〕

民国学者所说的犯罪构成要件，是指犯罪成立条件，大体上是指犯罪构成要素，这些概念均

来自于日本。例如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的 《日本刑法通义》一书，于１９１３年由上海商务

印书馆出版。在该书中，牧野英一对犯罪之要件作了以下论述：若以行为为中心，而观察犯罪

时，犯罪自主观的要件与客观的要件而成立。于主观的关系即为犯人之人格与行为之关系者，须

有责任能力及犯意 （或过失）。于客观的关系即为结果 （法益侵害）与行为之关系者，须有因果

关系及行为之为不法之事。于犯罪得区别构成要件、处罚要件及追诉要件。以犯意 （或过失）及

行为，为构成要件，盖犯人恶性之表示者，以此两者而成立者也；以实害发生之事实，有如结果

者，为处罚要件，盖因是而始生法益侵害之一定事实也；而如于亲告罪之告诉者，则但为裁判上

诉追犯人之要件，故名诉追要件。〔３６〕

在以上论述中，区分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处罚要件，而构成要件又区分为主观的要件与客观的

要件。由此可知，这里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指犯罪成立条件。我国学者车浩曾经把当时的犯罪

构成理论称为要素集合的体系而非阶层的体系，指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 （指民国时期，

引者注）中国刑法学，在引进和吸收日本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犯罪成立的一般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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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客体、违法性、责任等近现代刑法学中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关键性和普通性的要素都

已经开始从具体的、特殊的分则条文中被抽离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仍然付

之阙如，整体上也没有形成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概言之，犯罪成立的条件就是包括主体、客

体、律有正条等各种要素都具备，因此这种犯罪构成理论的实质其实就是要素集合。〔３７〕

从整体结构上考察，要素集合与阶层体系之间确实存在差别。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构成

要件还是前贝林时代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及我国民国刑法学中使用的构成要件都是指犯

罪成立条件而非贝林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笔者特别注意到车浩博士在以上这段话下面有一个注

释，说明了这一学术史的背景，指出：对这一理论现象的理解要结合当时学术史进展的时间表，

中国刑法学的进展一直是以比邻的日本为师的，而同时期在日本刑法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

人物有牧野英一、大岛茂场、宫本英修等，从他们的著作和主要观点中都看不到对于犯罪构成理

论的有力主张。事实上，在日本对于犯罪构成理论的真正的、有力的引进者和倡导者是小野清一

郎，但是直到 《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一书出版，小野清一郎方才完成了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系统

论述，其时已是１９５３年。〔３８〕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并没有传入我国，当时的犯罪构成要件这一概念是在

犯罪成立一般条件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也就可以理解，１９４９年共和国建立以后，苏俄刑法学的

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论传入我国，我国学者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因为民国时期的犯罪构成要件本

身就包含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以及责任条件 （即故意、过失）等要素，与苏俄刑法

学的犯罪构成之四要件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只要稍作调整就可以采用。关于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全

盘照搬苏俄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这段历史，我国学者指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就是在学习、

模仿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的过程中，演变为全盘照搬、整体移植后，在我国的刑法理论园

地里生根、发芽、成长。在５０年代，各种版本的苏联刑法教科书充斥着我国的刑法教学领域，

而当时全国各政法院校自行编写的刑法教材中涉及的犯罪构成理论部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苏

联式犯罪构成理论的翻版 （只是表述内容的符号形式由俄文变成了中文）。对于我国建国初期对

苏联犯罪构成理论全盘照搬、整体移植所具有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积极性，人们早有所阐述。但

是，这一全盘照搬、整体移植所具有的教条性、消极性的作用，至今仍然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

影响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甚至整个刑法理论。〔３９〕

应该说，以上评论是十分中肯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我国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从苏联引

入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论，使我国接触贝林的构成要件论的时间整整推迟了３０多年。而在上个世

纪８０年代我国刑法学恢复重建，也是对５０年代从苏俄引入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论作了重新阐

释。在当时的刑法教科书中对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理论的批判中，我们隐约可见被歪曲了的贝林的

构成要件论的影子。例如我国有关刑法教科书指出：刑事古典学派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特征，是

把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内容而放到首要的地位，宣称刑罚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行为

者。这种犯罪构成要件客观结构论，在刑法思想发展中，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盛极

一时的 “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刑罚领域里的表现。〔４０〕

这一批判性描述几乎是重复了特拉伊宁的论调，而被称为刑事古典学派犯罪构成理论，即犯

罪构成要件客观结构论，也就是指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在此，我们还看不到贝林的构成要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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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车浩：《犯罪构成理论：从要素集合到位阶关系》，载陈兴良主编：《犯罪论体系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７０页。

同上书，第７０页，注③。

参见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以下。

参见杨春洗等：《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４页。



完整面貌。此后，我国学者也有对构成要件论的介绍，但由于语言较为晦涩，未能引起关注。〔４１〕

而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以一种正面形象出现，是在１９８６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福田平、大眆仁所

著的 《日本刑法总则讲义》一书中。在该书中，日本学者对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作了以下较为完整

的介绍，指出：着眼于特别构成要件而把它提到犯罪论的中心地位的是贝林格 （指贝林， 引

者注）。他在 “犯罪的理论”上，如此来阐述他的构成要件论，他认为，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

轮廓 （所谓类型论），只有行为有该当类型的构成要件，才可以叫做犯罪。他这种构成要件论的

思想基础，就是依据法治国的国家观的罪刑法定主义。这种观点，就把构成要件与法律上的价值

判断割裂开来了，并且形成客观的、记述的、无价值的类型。从他的构成要件来看，将排除主观

要素和规范要素，因而他的构成要件就被认为与违法性毫无相关。贝林格为了解决自己理论所遭

到的许多批判或怀疑，在其晚年的论文 《构成要件的理论》中，修订了他的早期理论，重新形成

了构成要件概念。就是说，他把构成要件与犯罪类型严加区别，认为构成要件就是观念上的指导

形象，它是从各法条的犯罪类型中加以抽象化了的，在理论上应当先于各种具体的犯罪类型，成

为观念上的指导形象，使犯罪类型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的一致点，对两个要素起着制约的作用。

他把这种构成要件的要素限定在客观的、记述的范围之内。在这点上，他仍抱早期态度。〔４２〕

尽管初见以上这些文字，还不能深刻地把握贝林构成要件论的内容，但对于从一开始就接受

苏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论的笔者来说，冲击还是十分巨大的，笔者从中看到了对构成要件的不同

理解。当然，一直到１９９１年日本小野清一郎的 《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一书出版，才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构成要件的

基本原理。而在２００６年贝林的 《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一书出版，才使我们深刻地掌握贝林的构成要件论。

在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引入我国的初期，犯罪构成论与构成要件论是一种中外关系，即把犯罪

构成论视为是中国理论，构成要件论是外国理论，构成要件论是犯罪构成论的 “他者”，由此纳

入比较刑法学的视野。例如我国学者姜伟较早对德日刑法学的构成要件与苏俄刑法学的犯罪构成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将德日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称为异体论构成，这种犯罪构成仅论述行

为的事实特征，是犯罪论体系的出发点。而将苏俄及我国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称为一体论构成，这

种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根据，犯罪构成本身就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二者同一化，只要行为人

的行为具备某罪的犯罪构成，就意味着成立犯罪。〔４３〕从一体论与异体论这一命名本身就可以看

出作者对构成要件的态度。当然，以上比较只是披露了一个基本事实：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条件

总和，而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而这一事实在苏俄刑法学中始终是混淆的，当然对此

的彻底清算还是在若干年后，肖中华教授对于从苏俄到我国在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上用语的混乱

与误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在中国刑法理论界介绍德、日刑法学的犯罪论的有关论述 （包

括译著）中，由于 “犯罪构成”一词存在使用混乱的情形，因而直接影响到我们从比较意义上和

从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之整体意义上对犯罪构成理论范畴的理解。如有的学者将实际上译成 “构成

要件”或 “构成要件事实”更为妥当的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一词，有意或无意地译成 “犯罪构成”，他们

要么误认德文中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即是 “犯罪成立”之意，将 “构成要件”视同意指 “犯罪成立”的

“犯罪构成”，甚至明确地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构成要件”和 “犯罪构成”；要么赋予按照中国刑

法理论通说意指 “犯罪成立”的犯罪构成这个范畴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另一番意义：“犯罪构

成”的该当仅为犯罪成立的一个要素，与违法性、有责性并列，而并不等于 “犯罪成立”。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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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６９页以下。

参见 ［日］福田平、大眆仁：《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李乔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１页以下。

参见姜伟：《犯罪构成比较研究》，《法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犯罪构成”另一番意义，即认为它除了可以指 “犯罪成立”以外还可以指与违法性、有责性相

并列的 “构成要件”。这种见解，理应受到摒弃，因为这种见解和做法除了徒增概念指称的混乱

外，毫无意义。〔４４〕

犯罪构成与构成要件之间用语上的混乱，是引入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以

前，苏俄学者曾将贝林的构成要件称为犯罪构成并加以批判，我国学者由于对贝林的构成要件概

念并不了解，因而跟着一错到底，以讹传讹。直到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传入我国，才出现上述用语

的混乱并需要加以澄清。可以说，用语混乱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足虑。随着贝林的构成要件论

引入我国，尤其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进入我国刑法学的视野，为我国刑法学打开了一扇窗户，

也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对三阶层与四要件这两种不同的犯罪成立理论进行比较，为我国犯罪论体系

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四、构成要件论的本土转换

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的区分逐渐为我国刑法学所接受，并且构成要件由我国刑法学的 “他

者”开始向 “自我”转化，这也正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去苏俄化的过程，也是构成要件论本土化

的过程。

在对四要件与三阶层进行对比性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２００３年主编的 《刑法学》（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中首次采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从而将构成要件引入我国刑法教科书。

该书指出：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指行为与构成要件之间的符合性和一致性，本书简称该当性。应

当指出，这里使用的构成要件一词，是指狭义的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学通说目前所使用的犯罪

构成要件有所不同。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要件是指犯罪成立条件，而本书所使用的构成要

件，仅仅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一般认为，构成要件就是指刑罚法规描述的犯罪类型，即立法者

就各种犯罪行为的构成事实经过类型化、抽象化、条文化，而规定于刑法分则性规范中。构成要

件的任务就在于具体描述刑法所禁止的典型不法内容，以确定其是否归责可罚。所谓构成要件符

合性或者构成要件该当性，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必须与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不法描述完全一致。具

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在刑法领域进行犯罪判断时即可称之为构成要件该当行为。构成要件该

当性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之一，也是第一要件。〔４５〕

直接采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引入构成要件论，这当然是一种较为激进的做法，我国学者

称为激进的重构论。〔４６〕笔者认为，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重构论中，构成要件论的复活是至关

重要的。因为四要件是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４７〕只有引入构成要件才能使犯罪构成合理化。

应当指出，我国刑法学界目前处在一种犯罪构成论的多元化时代，除四要件的维持论以外，各种

犯罪构成的重构论都提出了各自别具特色的犯罪论体系。这是一种学术争鸣，值得充分肯定。从

这些犯罪论不同体系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要件论本土化的学术努力。

（一）构成要件之罪状论

以罪状取代构成要件，是构成要件论本土化中最具影响的观点之一。例如，阮齐林教授通过

分析批判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论，提出了其建构犯罪构成论体系的思路，指出：可以把犯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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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页以下。

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页以下。采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还有李洁教授等

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学者。参见李洁等：《犯罪构成的解构与结构》，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５页以下。

参见付立庆：《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５页。

参见陈兴良：《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的概念表述为，犯罪是该当罪状、违法、有责任 （或者有罪过）的行为。罪状，是法条中明文禁

止的行为；违法性是在行为该当罪状的基础上，考虑有无法律允许的正当行为和实质的危害性；

责任考察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有无可谴责性 （罪过）。这也是一个模仿三要件论的体系。〔４８〕

阮齐林教授也承认，这个体系是模仿三要件论的，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将构成要件替换为罪

状。至于为什么以罪状取代构成要件，是因为在我国现在的犯罪构成论中引入狭义的构成要件概

念，存在两套话语体系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李立众教授同样主张以罪状取代构成要

件，重要理由也是引进三阶层理论时，直接采用构成要件，就有引起理论混乱的危险，他为采用

罪状一词作了辩解，指出：在我国，将德语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日语 “构成要件”本土化为 “罪状”，

可能会遭受质疑。在我国刑法学中，罪状从来都不是总则性概念，或者说罪状始终是一个分则性

概念，亦即罪状都是指像故意杀人、抢劫这样的具体、特定的、个别的罪状。因此，“罪状”能

否满足概念一般化的要求，能否与德日刑法学的 “构成要件”画上等号，学界会产生怀疑。本书

认为，罪状这一分则性概念的地位，是由我国犯罪论体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要贯彻罪刑法定原

则，必须使罪状上升为总则性概念，使之在刑法总则的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罪状成了

一个总则性概念，在我国自然就可以将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翻译为 “罪状”。那么，如何使罪状上升为一

个总则性概念呢？既然我国刑法总则中的 “犯罪构成”，是对刑法分则中所有个罪的 “犯罪构成”

进行理论抽象后产生的；既然德日刑法学是在分则 “特殊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归纳出总则的 “一

般构成要件”；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遵循这一路径，对我国刑法分则中所有个罪的罪状进行进一

步的理论概括，这样便产生一个抽象的、共通的罪状概念，由此总则性的罪状概念就产生了。〔４９〕

应该说，在现有的中文中，除构成要件以外，罪状是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的最好译法。尤其是罪状

一词所具有的分则条文 （即德日学者所称刑罚法规）性，使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彻底消解犯罪构成的总

则性和一般性。

（二）构成要件之罪行论

以罪行取代构成要件，是曲新久教授的观点。曲新久教授在早期将犯罪构成分为客观构成要

件与主观构成要件，指出：犯罪由一系列法定要件所组成，是一系列法定构成要件的整体，组成

这一整体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可以抽象为两个基本方面 客观事实要件和主观心

理要件，这是所有犯罪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５０〕

以上把犯罪成立条件区分为犯罪的客观要件与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对四要件的一种简化处

理，因而犯罪的客观要件并不能等同于构成要件。此后，曲新久教授又将犯罪的客观要件与犯罪

的主观要件简称为罪行与罪责，指出：本书采取传统而简明的主客观二分法，将犯罪的基本面分

解为客观罪行与主观罪责两个基本方面，这是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两个最基本的、最高层次的必

要条件。〔５１〕

值得注意的是，曲新久教授在罪行与罪责之外设专章讨论正当化事由，将正当化事由界定为

行为在形式上与客观罪行具有相似性，但在实质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而在定罪过程中应当予

以排除的情形。〔５２〕这一结构，曲新久教授称为双层次的二元结构。双层次，是指将构成要件与

正当化事由并列，判断危害行为构成犯罪 （犯罪构成），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二元，是指将

规范意义上的犯罪分解为客观罪行与主观罪责两大要件。尽管在该书中，曲新久教授主张放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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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构成要件的概念，它是罪行与罪责的统一，其实无异于犯罪构成，即犯

罪成立条件的总和。因此，曲新久教授的罪行不能等同于贝林的构成要件。尽管如此，曲新久教授

的这种变革仍然是具有意义的，正如付立庆教授指出：曲新久教授在其个人独著的教材中采取不同

于通行的平面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所谓双层次二元结构的犯罪论体系这一点，足以表明，中国传统

的犯罪论体系之缺陷正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即便是在感官意义上也应该认为，传统的四

要件犯罪论体系这种自认为 “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已经为广大实务工作者所接受”的犯罪论体

系可谓越来越不得人心，“四要件理论 ‘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其变革与重

构可谓是大势所趋。〔５３〕当然，曲新久教授的改造是不彻底的，构成要件的本来面目并没有恢复。

（三）构成要件之罪体论

罪体论是笔者的观点，这一观点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早期的 《刑法哲学》（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中，笔者通过对犯罪构成的递进式结构 （三要件）与耦合式结构 （四要

件）的比较，提出以下定罪模式：犯罪主体是定罪的前提，犯罪的客观要件是定罪的客观依据，

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定罪的主观依据。〔５４〕

由于犯罪主体不是犯罪构成的内容，而是定罪的前提。因此，在以上构想中就包含了客观要

件与主观要件相对应的结构。此后，在 《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一书中，笔者提

出犯罪构成的二分体系，即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

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关于罪体概念，笔者作了以下阐述：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

件，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表现为客观外在事实的构成要件。罪体这一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

在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中称为犯罪行为，指受到指控的犯罪定义中所指的行为 （有时是不作为

或其他事件）与有关情况的结合，是在广义上理解的犯罪行为。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中，相

当于罪体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当然由于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采递进式结构，因而构成要件

该当性与这里所说的罪体仍然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不能完全对应。在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罪体可以对应于犯罪的客观方面，包括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因素。〔５５〕

在以上论述中，笔者试图把罪体与构成要件相等同。应该说，罪体这个术语也是较具中国本

土特色的，并且能够与传统的刑法分则意义上使用的罪状一词加以区别，因而也具有相当的可取

性。当然，笔者所采用的罪体一词与贝林的构成要件在何种程度上相契合，这仍然值得推敲。尤

其是，笔者在 《规范刑法学》第二版中，将罪体界定为犯罪成立的客观不法要件，是罪体构成要

素与罪体排除事由的统一。〔５６〕在这种情况下，罪体实际上相当于构成要件与违法性这两个要件

的合并，因此距离构成要件的原始含义更远了。尽管如此，构成要件的意念还是罪体的骨架，对

其具有形构的功能。

构成要件在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自贝林首倡构成要件论以来，构成要件始终成为犯

罪论体系争议的焦点问题。德日刑法学中的构成要件论可谓命运不同，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甚

至提出构成要件论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正是构成要件论崩溃的历史，指出：在贝林看来，构成要

件论本来应当服务于强调罪刑法定主义以及人权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与违法论相区别的

独立机能。但是，如前所述，不包含价值的、纯客观的、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论，本身在贝林那里

就已经归于失败了。因此，对于构成要件，我们不得不选择如下两条道路中的一条：第一，像后

期贝林所主张的那样，将构成要件归结为犯罪类型的指导形象这一极其抽象、实质上作用甚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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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参见前引 〔４６〕，付立庆书，第１２４页。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９９页。

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６页以下。

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４页。



概念；第二，将构成要件理解为与违法论紧密相关、其本身包含着价值的概念。贝林以后构成要

件论的发展正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只要是想保持构成要件概念的实质机能，那么就不得不说这

是理所当然的。〔５７〕

事实上，西原春夫教授就采取了将构成要件并入违法性论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不再具有

独立评价的意义，而只不过是违法性的凭证。尤其是德国学者兰格·亨利库森 （Ｌａｎｇ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ｅｎ）

提出所谓的 “总体的构成要件”（Ｇｅｓａｍｔ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概念 〔５８〕，使构成要件的独特性荡然无存，反

而是越来越接近于苏俄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贝林的构成要件论抱

有足够的尊重。中国尚处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启蒙时代，人权保障仍然是我国刑法的根本机能，因

而与罪刑法定主义及人权保障机能相关联的构成要件论在我国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这个

意义上说，我国还处在贝林时代，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从贝林的构成要件论中汲取学术养分。因

此，从犯罪构成向构成要件的转变，以构成要件论为逻辑起点建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这应当成

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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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４页。

参见前引 〔２３〕，郑军男文。




